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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地区互联网的迅速普及， 使得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

受到互联网使用的影响。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６ 年与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两期数据，

将自购农机与服务外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首次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

的影响效应， 并采用联合估计的条件混合处理 （ＣＭＰ） 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较好地克服了

内生性问题。 研究发现，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 互

联网使用促使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外包来实现农业机械化， 而抑制农户自购农机， 具有较强

的 “促外包、 抑自购” 效应。 异质性分析表明， 互联网使用对处于中年、 教育水平高以及

东部地区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更为显著。 机制分析表明， 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非农

就业渠道来影响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 在运用替换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稳健性

检验后， 上述结果仍然成立。 本文提出的理论逻辑和发现的经验证据， 可为中国推进农业

现代化和数字乡村建设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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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作为乡村振兴的物质技术基础及粮食安

全的重要保障， 在实现农业产业化、 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江
泽林， ２０１９）。 由此， 如何实现农业机械化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学界认为， 对农业机

械化发展议题的深入剖析， 必须要回到农户对农业机械化选择的行为分析上 （李宁等，

２０１９）， 因为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微观决策加总形成了宏观层面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

道路的选择 （胡新艳等， ２０１６）。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 农户实现农业机械化主要有两种

途径： 一是自购农机， 购买的农业机械主要用于自家生产需要； 二是服务外包， 指由

农机手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 农户从市场购买服务的一种外包方式。

对于农户而言， 自购农机与服务外包是两种可替代的要素匹配策略 （张露、 罗必

良， ２０１８）， 因此学界关于农户应选择何种方式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讨论一直存在分

歧。 其中， 一派观点认为只有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并给予农户农机补贴，
鼓励农户自购农机， 才能推进农业机械化 （邓宏图、 崔宝敏， ２００７； 王姣、 肖海峰，

２００７）； 另一派则认为， 小农户及其小规模土地经营可以通过农机服务外包的方式实现

农业机械化 （刘凤芹， ２００６； 薛亮， ２００８）。 那么， 两种农机获取方式的选择究竟受何

种因素的影响呢？

对于上述疑问， 尽管已有学者从耕地禀赋、 劳动力禀赋及农地制度等方面入手研

究影响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因素 （董欢， ２０１５； 苏卫良等， ２０１６； 李宁等， ２０１９），
但遗憾的是， 互联网所带来的外部冲击的重要性被忽视。 事实上， 已有足够证据表明

人类历史已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 （２０２０ 年） 显示： 中国数字

经济增加值规模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２ ６ 万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５ ８ 万亿元， 占 ＧＤＰ 比重也

由 １４ ２％增长到 ３６ ２％ 。 可见， 数字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各领域和各行业， 并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在数字经济时代， 互联网在农村地区

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这从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就可见一斑。 根据第 ４５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中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到 ２ ５５
亿人， 占整体网民的 ２８ ２％ ， 较 ２０１８ 年底增加了 ３３０８ 万；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上

升为 ４６ ２％ ， 较 ２０１８ 年底提升了 ７ ８ 个百分点。
因此， 在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农村地区互联网迅速普及的背景下， 既然农户

的生产生活早与互联网使用密不可分， 那么我们猜测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也势必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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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的影响。 如图 １ 所示， 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与耕种收综合农业机械化率

两者的变化趋势， 不但都逐年稳步提升， 而且接近同步。 这表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内

在联系， 从而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线索。

图 １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与耕种收综合农业机械化率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和 《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 整理

得到。

有鉴于此，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库中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两期

数据， 将自购农机与服务外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综合考虑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

械化路径选择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 一是首次以互联网使用

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检验其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效应； 二是在采用联合估计

的条件混合处理 （ＣＭＰ） 模型进行估计的基础上， 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和倾向得

分匹配 （ＰＳＭ） 模型进行检验， 更好地处理了互联网使用这一变量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提高了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三是试图构建 “互联网使用———非农就业———农户农业机

械化选择” 的分析框架， 并采用因果逐步回归的中介模型， 检验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

农业机械化选择的作用机制， 这有助于理解互联网使用产生影响的渠道且更具说服力。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 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文献主要围绕农户自购农机或服务外包的影响因

素展开分析。 就农户自购农机的影响因素而言， 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了农户的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土地特征三个方面。 具体而言， 刘玉梅等 （２００９）、 纪月清和钟甫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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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认为户主年龄、 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参加农机培训等户主特征对农户自购农机

产生了显著影响， 而家庭劳动力状况及收入水平也被认为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纪月清、
钟甫宁， ２０１１）； 在土地特征方面， 林万龙和孙翠清 （２００７） 重点关注了土地经营面积

并肯定了其对农户自购农机的正向作用。 对于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而言， 大量研究证

明了家庭特征、 土地特征和村庄特征的重要性。 从家庭特征来看， Ｐｉｃａｚｏ⁃Ｔａｄｅｏ ＆ Ｒｅｉｇ⁃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２０１０） 认为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机服务外包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而劳动力

非农就业、 老龄化及兼业化则具有正向作用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陆岐楠等， ２０１７）。

就土地特征而言， Ｗｏｌｆ （２００３） 认为种植规模的扩大会促使农户采用农机服务， 而土

地细碎化则表现为抑制作用 （王水连、 辛贤， ２０１７）。 此外， 地形地貌等村庄特征也被

认为是影响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外包不可忽视的因素 （周晶等， ２０１３）。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 大部分学者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两条路径进行了剥离，
仅单独分析农户自购农机或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 虽然也有研究同时考察两条农业机

械化路径的影响因素， 其研究结论却存在分歧。 同时考察两条农业机械化路径影响因

素的研究主要是从耕地禀赋、 劳动力禀赋及农地制度的角度来展开分析的。 在耕地禀

赋方面， 董欢 （２０１５） 认为种植规模的扩大会同时促进农户选择自购农机和服务外包，
而胡雯等 （２０１９） 却认为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会随种植规模的扩大表现为 “不采用农

机→购买服务→购买农机” 的阶段性行为， 可见两者的实证结果并不一致， 有待进一

步检验。 在劳动力禀赋方面， 董欢 （２０１５） 与苏卫良等 （２０１６） 均认为非农就业即农

业劳动力减少会促进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外包， 但关于自购农机的看法却存有差异。 前

者认为农业劳动力减少会抑制农户自购农机， 而后者的研究结果则表明非农就业对家

庭农业机械的持有现值没有显著影响。 进一步地， 学者们开始关注外部因素即农地制

度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 李宁等 （２０１９） 认为农地确权促进了农户对农机服

务外包的选择， 而胡雯等 （２０２０） 却认为农地确权可以促进农户自购农机并抑制服务

外包。 可见， 两者的主要研究结论截然相反。 显然， 同时考察两条农业机械化路径影

响因素的研究， 迄今仍存在不少分歧， 可能的原因是对内生性的讨论不足， 或未对其

中的作用机理展开深入分析和检验， 实证结论因此而受到了干扰。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要么存在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两条路径进行剥离的不足， 要

么存在对内生性的讨论不足或对其中的作用机理缺乏分析的缺憾， 尤为重要的是， 现

有研究尚未涉及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 事实上， 随着互联网在农

村地区的普及，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入。 已有研究表明， 互联

网使用能够正向影响土地流转、 农户创业及减贫 （张景娜、 张雪凯， ２０２０； 苏岚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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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荣， ２０２０； 胡伦、 陆迁， ２０１９）。 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和载

体， 却鲜有研究关注其如何受到互联网使用的影响。
因此， 无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证层面上， 都亟待深入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

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 有鉴于此， 本文将自购农机与服务外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并采用联合估计 ＣＭＰ 及工具变量模型， 检验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农业机械化路径选

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这样既可以全面观察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效应， 也可以对比模

型结果以检验影响效应的逻辑一致性。
（二）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的深化应用， 数字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表现出强有力

的非农就业影响效应 （夏炎等， ２０１８）。 与此同时， 互联网技术以蓬勃发展的态势快速

渗透广大农村地区， 对农村家庭的经济决策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此， 我们推断互

联网使用可能会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来影响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

事实上， 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 学者们就互联网使用与非农就业的关系都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并得出相对统一的结论， 即互联网使用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地区

的非农就业。 在宏观层面， Ａｔａｓｏｙ （２０１３） 分析了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宽带互联网接入对

整个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发现接入互联网可以使就业率增加约 １ ８ 个百分点， 其

影响在农村偏远地区更为显著， 这表明互联网可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更多

的学者则从微观层面进行探究， 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选择非农就

业的概率， 包括成为工资获得者以及自我雇佣 （马俊龙、 宁光杰， ２０１７）。 一方面， 互

联网平台提供了丰富的就业信息， 可以降低求职者的信息搜寻成本， 并提高其匹配工

作岗位的效率， 进而使其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就业机会 （Ｋｕｈｎ ＆ Ｍａｎｓｏｕｒ， ２０１４）。

毛宇飞等 （２０１９） 发现， 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增加个体标准就业的概率， 并明显提高

各类型就业的工作收入。 另一方面， 在自我雇佣上， 农村地区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化

建设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创业倾向。 平均而言， 上网的农村家庭比不上网家庭的创业概

率高 ３ ８３ 个百分点 （周洋、 华语音， ２０１７）。 此外， 互联网使用还显著促进了女性就

业， 表现为互联网使用带动了女性整体就业概率增加 ６ ８５ 个百分点 （毛宇飞、 曾湘

泉， ２０１７）。 综上， 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促进农户的非农就业。

那么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呢？ 非农就业使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

和结构发生变化， 进而导致农户面临人地要素配置的结构性矛盾。 为缓解这一矛盾，
农户可以选择雇工经营或是增加机械化投入。 然而， 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雇工经营并

不是农户的理性选择。 首先， 中国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不断扩大， 使得农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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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不断减少， 必然导致农业雇工成本不断攀高； 其次， 农业的根本特性决定了雇

工经营面临劳动监督困难问题， 随之内生出高昂的交易成本； 最后， 农业生产的季节

性与劳动用工的不平衡性， 会加剧农业雇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成本。 因此， 使用机械

替代劳动力才是农户的理性选择。

显然，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农户究竟应该选择自购农机还是服务外包来实现农业机

械化呢？ 本文认为， 在非农就业的影响下， 自购农机亦不是农户的最佳选择。 理由是：
第一， 家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会伴随非农收入的增加， 理论而言这为农户进行农业生

产性投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流动性 （Ｏｓｅｎｉ ＆ Ｗｉｎｔｅｒｓ， ２０１０）， 但事实却是非农收入

的增加依然无法满足农户自购农机的资金需求 （苏卫良等， ２０１６）， 这主要是因为身处城

市中的非农就业者常常面临着诸多资金约束， 他们大部分的非农收入须用于人力资本投

资、 改善住房、 子女教育和其他耐用品支出等 （Ａｍｕｅｄｏ⁃Ｄｏｒａｎｔｅｓ ＆ Ｐｏｚｏ， ２０１１； Ｄａｖｉｓ ＆
Ｌｏｐｅｚ⁃Ｃａｒｒ， ２０１４； Ｄｉｎｋｅｌｍａｎ ＆ Ｍａｒｉｏｔｔｉ， ２０１６）。 再者， 由于社会保障系统的缺失， 农村

进城务工者比城市居民的储蓄率更高 （冯明， ２０１７）。 可见， 尽管非农就业提高了农户的

相对收入， 但非农就业者向农村家庭的汇款也是有限的， 且农业机械具有投资额相对较

大的特点， 因此非农收入并不足以支持农业生产性投资 （ｄｅ Ｂｒａｕ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第二，
要使自购农机成为合乎经济性的选择， 就必须满足农业机械对土地利用的 “集约性”、
“规模性” 与 “持续性” 要求 （张露、 罗必良， ２０１８）， 但是现阶段中国大部分农户的农

业经营依然是 “小农经营” （郑旭媛、 徐志刚， ２０１７）。 尤其是随着家庭非农就业人数的

增加， 非农就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将逐渐提高并趋于稳定， 农业生产在农户家庭

的重要性显著下降， 农户有很大可能选择转出大部分承包地， 仅保留小部分耕地 （黄枫、

孙世龙， ２０１５）。 因此， 自购农机容易导致机械资本投入与土地规模处于非均衡配置状态，
产生投资锁定与沉淀成本问题， 从而拉高了农户农业生产的经营成本。

由此， 通过服务外包方式来替代劳动力， 是农户降低生产成本、 改善经营效率的

有效手段。 一方面， 随着非农收入比重的提高， 农户可以选择资金需求在承受范围内

的农机服务外包来弥补家庭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做到 “即使买不起农机但能用得

起农机”； 另一方面， 在农机服务外包方式下， 单个农户的土地规模不再是决定农业机

械化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农机服务外包突破了小规模经营的限制， 使小农户能够

获得外部社会化服务带来的分工经济及规模经济 （胡新艳等， ２０１６）。 可见， 以农机社

会化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农业机械化道路可以有效化解人地要素配置的结构性矛盾。 因

此， 非农就业可以促进农户选择服务外包而非自购农机进行农业机械化。 根据以上理

论分析， 并考虑到自购农机与服务外包之间的替代性， 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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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１： 互联网使用可以促使农户通过选择农机服务外包来实现农业机械化， 而抑

制农户自购农机。
假说 ２： 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来影响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

三　 数据、 变量与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的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 作为一项全国性和综合

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ＣＦＰＳ 数据覆盖了全国 ２５ 个省份， 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研

究中，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为了更好地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
本文主要选取了其中的村 （居） 问卷数据以及相应的个人和家庭问卷数据。 ＣＦＰＳ 数据

从 ２０１０ 年至今总共开展了五轮全国调查， 本文采用最新的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两轮调查

数据进行研究， 两期样本总量共计 ９１５２ 个农户。
（二）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农业机械化选择。 农户主要通过自购农机或服务外包两种方式实现

机械化作业， 因此， 本文有两个被解释变量。 其中， 自购农机为二值虚拟变量， 如果

样本农户有购买农机进行农业机械化操作， 赋值为 １， 反之取 ０。 同理， 服务外包也为

二值虚拟变量， 如果样本农户有购买农机外包服务， 赋值为 １， 反之取 ０。
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 采用农户家庭中户主 “是否使用互联网” 指标来衡

量互联网使用情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在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个人问卷中， 相应问题

分为 “是否电脑上网” 以及 “是否手机上网”， 为进行统一， 只要有两者其中之一行

为， 我们就将其认定为有互联网使用行为。 互联网使用为二值虚拟变量， 当其回答为

“是” 时， 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关于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研究， 并结合 ＣＦＰＳ 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 选取的控

制变量主要包括三类： 一类是户主个人层面的， 主要包括年龄、 性别、 户口、 健康程

度、 受教育年限、 政治身份、 工作状态等人口统计学特征； 二类是家庭层面的， 主要

包括家庭劳动力禀赋、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 人均收入、 农地

禀赋、 农地流转以及政府补贴； 三类是村庄层面的， 主要包括村庄经济水平、 雇工市

场、 交通状况、 地形地貌。 此外， 我们还控制了年份和区域虚拟变量， 其中根据所在

省份设置三个地区虚拟变量， 分别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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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的含义、 赋值说明及其描述统计

变　 量 变量定义 全样本 未上网 已上网 均值差异

自购农机 是否购买农机，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４１６ ０ ４０７ ０ ４４１ － ０ ０３４∗∗∗

服务外包 是否购买农机外包服务，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６４８ ０ ６４４ ０ ６５９ － ０ ０１５∗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 单位： 岁 ５３ ２５８ ５７ ０７５ ４２ ６２７ １４ ４４８∗∗∗

户主性别 户主性别， 男 ＝ １， 女 ＝ ０ ０ ５６４ ０ ５７２ ０ ５４１ ０ ０３１∗∗∗

户主户口 户主户口， 农业户口 ＝ １， 非农业户口 ＝ ０ ０ ９３８ ０ ９４３ ０ ９２４ ０ ０２０∗∗∗

户主健康程度
共分 １ ～ ５ 五个等级， 其中 １ 表示非常健康， ５
表示不健康

２ ９７４ ２ ８５０ ３ ３２０ － ０ ４６９∗∗∗

户主受教育年限 户主受教育年限， 单位： 年 ４ １１９ ３ ２５４ ６ ５２８ － ３ ２７５∗∗∗

户主政治身份 是否为党员，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０２
户主工作状态 是否有工作，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９２２ ０ ９１２ ０ ９５０ － ０ ０３８∗∗∗

家庭劳动力禀赋 １６ 岁 ～ ６０ 岁家庭成员数量 １ ９３１ １ ７６６ ２ ３９０ － ０ ６２４∗∗∗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单位： 岁 ４８ ８７８ ５１ ４１２ ４１ ８２２ ９ ５９０∗∗∗

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
共分 １ ～ ５ 五个等级， 其中 １ 表示非常健康， ５
表示不健康

３ ０５８ ２ ９６６ ３ ３１４ － ０ ３４８∗∗∗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 单位： 元， 取对数 ８ ８１６ ８ ６７６ ９ ８０３ － ０ ５２７∗∗∗

家庭农地禀赋 拥有农地面积， 单位： 亩 ９ ６７１ ９ ４７６ １０ ２１５ － ０ ０７４∗∗∗

家庭农地流转 是否有农地流入，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１５０ ０ １４６ ０ １６１ － ０ ０１５∗∗

家庭政府补贴 是否享有政府补贴，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６４６ ０ ６４６ ０ ６４４ ０ ００２
村庄经济水平 村庄人均年收入， 单位： 元， 取对数 ８ ４４７ ８ ４３９ ８ ４７０ － ０ ０３２∗∗

村庄雇工市场 村庄农忙时雇工价格， 单位： 元 ／ 天， 取对数 ４ ５９３ ４ ５８６ ４ ６１１ － ０ ０２５∗∗∗

村庄交通状况 村庄到本县县城时间， 单位： 小时 ４ ０６８ ４ １３１ ３ ８９４ ０ ２３７∗

丘陵 村庄是否为丘陵地形，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１９５ ０ １９８ ０ １８７ ０ ０１１
高山 村庄是否为高山地形，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４ ０ １２０ ０ ０１４∗∗

平原 村庄是否为平原地形，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３５６ ０ ３５９ ０ ３４９ ０ ０１０
高原 村庄是否为高原地形，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４ ０ ０７７ － ０ ０１４∗∗

其他 对照组， 是 ＝ １， 否 ＝ ０ ０ ２４８ ０ ２４２ ０ ２６４ － ０ ０２３∗∗

　 　 注：∗∗∗、∗∗、∗分别表示群体差异的 ｔ 检验结果在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使用互联网的观测值个

数为 ２４１８ 个， 没有使用互联网的观测值个数为 ６７３４ 个。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 因此根据是否使用

互联网对样本农户进行分组， 以分析组间均值差异， 结果见表 １。 从表 １ 可知， 上网农

户与未上网农户在农业机械化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而言， 上网农户购买农机的

概率为 ０ ４４１， 未上网农户为 ０ ４０７， 两组农户的均值差异为 ０ ０３４， 且在 １％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 上网农户采用农机服务外包的概率为 ０ ６５９， 未上网农户为 ０ ６４４， 两组

农户的均值差异为 ０ ０１５， 且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由此可以初步推断， 两组农

户在农业机械化选择方面出现了显著差异。 此外， 上网农户与未上网农户在户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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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特征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更好地识别互联网使用与农户农业机械化选

择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将基于实证模型进一步开展详细的回归分析。

（四） 模型构建

为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 本文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 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Ｐｒｏｂ（Ｙｉｊｔ ＝ １） ＝ Ｐｒｏｂ（Ｙ∗
ｉｊｔ ＞ ０） ＝ ø（β０ ＋ β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ｊｔ ＋ β２Ｘ ｉｊｔ ＋ δｔ） （１）

其中， Ｙｉｊｔ 表示 ｊ 地区 ｉ 家庭第 ｔ 年是否自购农机或购买外包服务，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ｊｔ为衡量农

户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变量， Ｘ ｉｊｔ表示户主、 家庭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 δｔ 为控制时间

趋势的虚拟变量。

四　 回归结果分析

（一）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

表 ２ 报告的是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自购农机与服务外包影响的估计结果。 第 （１） 列

和第 （４） 列加入户主层面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 与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户相比， 使用互

联网的农户自购农机的概率降低了 ４ ６％ ， 而选择服务外包进行机械化操作的概率则增

加了 ５ ８％ ； 第 （２） 列和第 （５） 列同时加入户主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互联网使

用系数的估计结果稍有下降， 农户使用互联网后降低了 ４ １％的自购农机概率， 同时增

加 ５ ５％选择服务外包的概率； 第 （３） 列和第 （６） 列同时加入户主、 家庭和村庄层

面的控制变量， 相应的估计结果分别为 ４ １％ 和 ５ ０％ ， 且都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 这表明互联网使用使农户自购农机的概率显著降低了 ４ １％ ， 但使农户选择服务外

包的概率显著增加了 ５ ０％ ， 具有十分显著的经济意义。 此外， 通过对各列结果的对

比， 我们可以看出控制变量的选择对估计结果没有太明显的影响， 这在一个侧面反映

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综上， 假说 １ 得证。

表 ２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分析

变　 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自购农机 服务外包

是否上网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３）

户主年龄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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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自购农机 服务外包

户主性别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７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０）

户主户口
０ １４３∗∗∗

（０ ０２２）
０ １０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１）

户主健康程度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户主政治身份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６）

户主工作状态
０ ２１７∗∗∗

（０ ０２２）
０ １７３∗∗∗

（０ ０２１）
０ １７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０）

家庭劳动力禀赋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家庭人均收入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家庭农地流转
０ １８０∗∗∗

（０ ０１３）
０ １７３∗∗∗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４）

家庭政府补贴
０ ０８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家庭农地禀赋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村庄经济水平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９）

村庄雇工市场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７）

村庄交通状况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丘陵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４）

高山
－ ０ ０９９∗∗∗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９０∗∗∗

（０ ０１７）

平原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４）

高原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０）

自购农机
－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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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自购农机 服务外包

服务外包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０）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０％ 、 ５％ 和 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报告结果为边际效应而非回归系数； 括号内为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以及地区虚拟变量； 下表同。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就控制变量而言， 绝大多数变量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 且回归结

果与以往文献基本一致。 在户主个人层面， 年龄与性别均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具有显

著影响。 具体而言， 随着户主年龄增加， 农户选择服务外包的可能性明显增加而选择自

购农机的概率在降低， 这主要是因为年龄越大， 户主体力越弱， 其更愿意通过选择服务

外包的方式来实现机械化操作。 同时， 相比男性决策者家庭， 女性决策者家庭更愿意选

择农机服务外包。 这些都与董欢 （２０１５） 的研究结论一致。 户主户口只对农户自购农机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这与常理相符： 农业户口的户主一般没有非农就业行为， 以务农为

主导致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较大， 因此自购农机可能是比较经济的选择。 户主的受教育

年限仅对农户选择服务外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意味着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 越愿意通

过选择农机服务外包来实现农业机械化， 这与曹阳和胡继亮 （２０１０） 的研究结论一致。

在家庭层面， 农地面积的增加会显著增加农户自购农机的概率， 即农地规模越大

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自购农机， 而农地面积对农户采取服务外包却没有显著影响， 这

一结果与苏卫良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结论一致。 家庭劳动力禀赋、 农地流入与政府补贴

均对农户自购农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此外， 无论以农户自购农机还是服务外包作为

被解释变量， 村庄经济条件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 这可能因为在经济条件较好的村

庄中， 农户更多从事非农行业， 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 本文的回归结果也验证了自购农机和服务外包之间的确存在一定

的替代效应。 具体而言， 第 （３） 列结果中， 服务外包变量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且系数为负， 表明通过服务外包实现机械化的农户自购农机的概率会显著降低； 第

（６） 列回归结果中， 自购农机变量也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 表明农户自购农机

后， 选择农机服务外包的概率会显著减小。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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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生性处理

１ 内生性问题与 ＣＭＰ 模型

考虑到农户可能同时选择自购农机和购买外包服务来实现农业机械化， 即农户自

购农机和服务外包之间会相互影响， 简单利用传统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单独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

户自购农机和购买服务外包的影响可能存在偏误， 由此我们将采用条件混合处理模型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Ｍｉｘ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ＭＰ） 进行联合估计， 检验二者可能的内在联系

是否会对基准结果造成干扰。

表 ３ 为 ＣＭＰ 模型回归结果。 其中，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 １２ 代表两阶段回归模型的残差相关

性， 由表 ３ 可知， 其系数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异于 ０， 说明模型间存在内生性，

采用联合检验是必要的， 在此情况下， ＣＭＰ 模型估计结果将优于原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纠正偏误后， 在联合估计的 ＣＭＰ 模型结果中， 互联网使用的边际影响较单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略有变化， 但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 这进一步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

户农业机械化选择具有显著的 “促外包、 抑自购” 效应， 前文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３　 农户自购农机与服务外包的联合检验

变量
农业机械化选择

自购农机 服务外包

互联网使用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０ ４７５∗∗∗

（０ １２３）
－ ０ ９０５∗∗∗

（０ １２３）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 １２
－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０）
观测值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 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模型

互联网使用与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可能呈反向因果关系而引起内生性问题。 为解

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遵循周洋和华语音 （２０１７）、 周广肃和梁琪 （２０１８） 等给出的思

路， 选取区 （县） 层面平均的上网比例作为农户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 这

主要是因为区 （县） 层面的上网比例可以反映当地的互联网建设水平， 上网比例越高，

则说明该地区互联网覆盖率越高， 农户选择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就越高， 所以区 （县）

层面的上网比例和农户互联网使用存在相关性， 但区 （县） 层面的上网比例与单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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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业机械化选择并没有直接联系， 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

表 ４ 给出了利用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基于工具变量法的 ＣＭＰ 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 以

工具变量法的 ＣＭＰ 模型为例，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工具变量平均上网比例与互联

网使用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 说明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第二阶段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 １２

值在 １％水平下显著异于 ０， 意味着 ＣＭＰ 模型的估计结果更为准确。 第二阶段结果显

示， 互联网使用依旧显著降低了农户自购农机的概率并增加了农户通过选择服务外包

进行农业机械化操作的可能性。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呈现出类似的估计结果， 且两种方法最

终得到的估计系数比较接近， 充分证明了前文结果是稳健且可信的。

表 ４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影响的工具变量模型

变量名称 自购农机 服务外包

模型选择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工具变量的 ＣＭＰ 模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工具变量的 ＣＭＰ 模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互联网使用
－ ０ ３４２∗∗∗

（０ ０４５）
－ ０ ３６５∗∗∗

（０ ０６０）
０ ２４３∗∗∗

（０ ０５２）
０ ２５７∗∗∗

（０ ０５９）

平均上网比例
０ ７２２∗∗∗

（０ ０３２）
０ ７２２∗∗∗

（０ ０３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３５１

（０ ３５５）
０ ５８４

（０ ０９３）
－ ０ ６２５
（０ １２９）

０ ８６８∗∗

（０ ３６２）
０ ５８４∗∗∗

（０ ０９３）
０ ８０９∗∗∗

（０ １２７）
一阶段 Ｆ 值 ２２３ ６５ ２２３ ６５
Ｗａｌｄ 检验 １３３４ ３０∗∗∗ ５４７９ ８７∗∗∗ ６３８ １１∗∗∗ ４８６６ ０４∗∗∗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 １２ ０ ２５４∗∗∗ － ０ １６３∗∗∗

观测值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进一步检验前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对自购农机和服务外包的衡量方式

进行调整， 分别采用农户家庭的 “农业机械总值” 与 “农机服务支出” 来衡量两种机

械化选择的程度， 并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与 ＩＶ⁃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７。 以 ＩＶ⁃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为例， 互联网使用的系数在农业机械总值模型中为负， 且在 １％ 的

水平下显著， 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农户自购农机进行农业机械化的概率。 而在

农机服务支出模型中， 互联网使用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农户选择农

机服务外包。 可见， 调整变量衡量方式后估计结果仍与前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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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影响

变　 量
Ｔｏｂｉｔ 模型 ＩＶ⁃Ｔｏｂｉｔ 模型

农业机械总值 农机服务支出 农业机械总值 农机服务支出

互联网使用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９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０ ５２９∗∗∗

（０ １９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６）
－ ０ ４１５∗∗

（０ １９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７）
一阶段 Ｆ 值 ２２３ ６５ ２２３ ６５
Ｗａｌｄ 检验 １３１７ ６５∗∗∗ ５５９ ８０∗∗∗

观测值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 ＰＳＭ 模型结果分析

虽然上文已经运用工具变量模型等尽可能地克服了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 但互

联网使用与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之间仍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 即互联网使用与否并非

农户样本随机选择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采用传统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可能会导致估计

结果出现选择性偏差。 为此， 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ＳＭ） 构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反事实框架， 来纠正可能的选择性偏

误， 以验证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的 “促外包、 抑自购” 效应是否稳健。

ＰＳＭ 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６。 从表 ６ 可知， 在三种不同匹配方法下， ＰＳＭ 模型中处理

效应的估计结果大致相同。 以最具代表性的卡尺内最近邻匹配为例， 在农户自购农机模

型中， 互联网使用的 ＡＴＴ 系数为 － ０ ０７３， 且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

对农户的自购农机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具体而言， 相比于没有使用互联网的农户， 互联

网使用使得农户选择自购农机来进行农业机械化的可能性降低了７ ３％。 在服务外包模型中，

互联网使用的 ＡＴＴ 估计结果为 ０ ０８２， 同样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互联网使用使农户

选择农机服务外包的概率显著提高了 ８ ２％。 综上， 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影响农户农业机械

化选择， 具有 “促外包、 抑自购” 效应。 假说 １ 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 ６　 互联网使用与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 （ＰＳＭ 模型）

　 　 　 　 　 　 因变量

匹配方法　 　 　 　 　 　 　
自购农机 服务外包

卡尺内最近邻匹配
－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５）

卡尺匹配
－ ０ ０７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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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匹配方法　 　 　 　 　 　 　
自购农机 服务外包

核匹配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９）

　 　 注： 表内均为 ＡＴＴ 估计值。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对于 ＰＳＭ 模型估计的有效性， 需要满足平衡假定检验与匹配假定检验。 ＰＳＭ 模型的

平衡假定检验结果如图 ２ （ａ） 所示。 可以直观地看到， 样本匹配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协变

量均值存在明显的差异， 而样本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协变量均值差异基本在 ０ 附近波

动， 仅有个别协变量的均值差异较大。 这说明模型的平衡假定能够得到满足。 图 ２ （ｂ） 为

ＰＳＭ 模型的匹配假定检验结果。 可以发现， 仅有少部分控制组个体无法匹配上 （图中黑色

阴影部分）， 不存在匹配过程中控制组样本大量丢失的情况。 这意味着匹配上的控制组个体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而处理组个体也能够从控制组中找到合适的反事实个体。 可见， 模型的

匹配质量较高。 图２ （ａ） 和图２ （ｂ） 的结果说明， 本文采用的 ＰＳＭ 方法分别通过了平衡假

定和匹配假定检验。 因此， 表 ６ 所示的 ＰＳＭ 模型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可见， 本文得出的计

量结果是相对可靠的， 不存在严重的样本自选择偏差。

图 ２ （ａ） 　 平衡假定检验结果　 　 　 　 　 　 　 　 　 　 　 图 ２ （ｂ） 　 匹配假定检验结果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五　 异质性分析与机制检验

（一） 异质性分析

上文研究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具有显著的 “促外包、 抑自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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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但对于不同群体的农户， 互联网使用对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对此， 本文基于年龄、 受教育程度和所处区域三个维度， 运用分组回归进一步考察互

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异质性影响。 表 ７ 中 Ａ 部分的被解释变量为自购农

机， Ｂ 部分的被解释变量为服务外包。

表 ７ 根据户主年龄划分为青年组、 中年组和老年组， 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中年

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更为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青年群体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进

行娱乐和社交， 而老年群体学习能力较差， 使用互联网的能力较弱， 但中年人通常能

够掌握一定的互联网使用技能， 并更倾向于把互联网当作一种生产工具 （蒋琪等，

２０１８）。 因此， 互联网使用对中年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更为显著。 同时， 本文根

据户主受教育年限将农户分为低教育水平和高教育水平两组， 由表 ７ 的回归结果可知，

互联网使用对高教育水平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更显著。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

于， 互联网是一种技术偏向型技术进步， 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容易产生不正确或不健

康的互联网利用方式， 而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对于新技术、 新方法的接受能力

越高 （林善浪等， ２０１７）。 因此， 相较于低教育水平农户， 互联网使用对高教育水平农

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更显著。 此外， 表 ７ 按照农户所处区域划分为三组， 回归后

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东部地区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更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

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 导致互联网的

推广普及程度偏低， 从而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表 ７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异质性影响

Ａ 部分： 自购农机

青年 中年 老年 低教育水平 高教育水平 东部 中部 西部

互联网使用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５８８ ３７４４ ３８２０ ４３５７ ４７９５ ３４７２ ２６２２ ３０５８

Ｂ 部分： 服务外包

青年 中年 老年 低教育水平 高教育水平 东部 中部 西部

互联网使用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５８８ ３７４４ ３８２０ ４３５７ ４７９５ ３４７２ ２６２２ ３０５８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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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机制检验： 基于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分析

前文的实证结果充分表明， 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影响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 具有 “促

外包、 抑自购” 效应。 结合上文理论分析， 利用逐步回归的中介模型对非农就业的中介效

应进行检验， 以求进一步验证互联网影响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作用机理， 结果见表 ８。

表 ８　 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总效应模型 中介检验模型 直接效应模型

自购农机 服务外包 非农就业 自购农机 服务外包

互联网使用
－ ０ ３４２∗∗∗

（０ ０４５）
０ ２４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８）
－ ０ ２９８∗∗∗

（０ ０５９）
０ ２２１∗∗∗

（０ ０５９）

非农就业
－ ０ ２２３∗∗∗

（０ ０１９）
０ １２２∗∗∗

（０ ０１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３５１

（０ ３５５）
０ ８６８∗∗

（０ ３６２）
－ ０ ４５７∗∗∗

（０ ０７１）
－ ０ ５００∗∗∗

（０ １２４）
－ ０ ８７８∗∗∗

（０ １２５）
观测值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９１５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为了检验传导机制 “互联网使用→非农就业→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 是否存在，

我们选取 “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与总劳动力人数之比” 作为衡量非农就业的代理

变量。 从表 ８ 的检验结果可知， 在中介检验模型中，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

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且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互联网使用可以促进农户非农就

业。 同时， 在自购农机的直接效应模型中， 互联网使用和非农就业两个变量对农户自

购农机的影响均显著为负， 而且互联网使用的系数绝对值由 ０ ３４２ 下降为 ０ ２９８， 这验

证了非农就业在互联网使用对自购农机的抑制效应中起了部分中介效应。 由此， 可以

认为互联网使用可以通过推动农户实现非农就业， 进而抑制其选择自购农机进行农业

机械化。 同样地， 在服务外包的直接效应模型中， 互联网使用和非农就业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 而且互联网使用的系数由 ０ ２４３ 下降为 ０ ２２１， 说明非农就业确实存在部分中

介效应， 即互联网使用通过推动农户实现非农就业， 进而促进其选择农机服务外包来

实现农业机械化。 综上， 假说 ２ 得以验证。

六　 结论及政策蕴含

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和物质技术基础。 加快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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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彭继权、 吴海涛， ２０１９）。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６ 年与 ２０１８ 年两期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将自购农机与服务外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首次综合分析了互

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效应， 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其中的作

用机制。 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不仅采用了联合估计的 ＣＭＰ 模型和工具变

量模型进行内生性处理， 而且运用修正样本自选择偏差的 ＰＳＭ 模型对研究结论进行了

稳健性检验， 估计结果均证实了结论的一致性。 研究发现，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机

械化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能够促使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外包并抑制自购农机来实现农业

机械化， 具有显著的 “促外包、 抑自购” 效应。 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

的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中年、 高教育水平以及东部地区的人群中。 互联网使用主要通

过促进非农就业来间接影响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
中国发展农业机械化， 必须在坚持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前提下， 解决好农

业机械大规模作业与小规模农户生产的矛盾。 以农机社会化服务为形式的农业机械化道

路则可以有效化解这个矛盾 （孔祥智等， ２０１５）， 它使得农业机械化与小农及小规模土地

经营方式相适应， 是克服中国农业家庭经营局限性和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李
宁等， ２０１９）。 本文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互联网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外包来

实现农业机械化。 因此， 政府应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性， 在农业机械

化发展规划乃至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中把加快互联网发展置于战略高度予以高度重视。
根据本文的经验证据， 为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潜力和作用， 首先， 政

府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建设， 进一步降低农

村地区的上网费用， 深入挖掘互联网的各项功能， 如通过互联网拓展农户的非农就业渠

道等， 由此形成良性的内生式发展， 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和数字乡村的建设进程。 其次，
政府应积极搭建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农机服务信息供求平台， 并将互联网知识技能培

训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有机结合， 从而减少资源闲置， 提升农机服务的配置效率。 最后，
在巩固农村中年、 高教育水平以及东部地区人群使用互联网开展农事活动的基础上， 有

效引导农村青年人群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和工作， 尤其是要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和低教育

水平的人群进行互联网知识培训， 切实提升他们使用互联网的知识积累和技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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